第七讲孟子与儒家政治哲学

儒家很早已注意到人以“群”或社会为其存在的方式，孔子所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便着重突出了人的这种群体性或社会性特征。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社会本身应当如何组织？其成员及相互关系应怎样定位？社会基本的结构的理想形态是什么？如何担保社会的合理运作？围绕着这一类问题，儒家展开了其政治哲学，其中包含多方面的价值观意蕴。这里以孟子为中心，对儒家的相关思想作一考察。

一　君臣之义与德位之分

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则。父子所指向的是家庭关系，君臣则涉及社会的政治构成，在孔子看来，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和以君臣为主干的政治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的有序运行，在于君臣、父子等不同身份的个体都各自认同自身的角色，并履行相应的职责。
作为社会政治结构的主导方面，君臣之间无疑蕴含着某种不对称性：如后来的“三纲”所强调的，君与臣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不对称性的实际政治含义，即是在社会领域中确认等级差异。与君臣之义相应，儒家往往赋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等级性质，并甚而将这种等级差异引入家庭关系，在不同程度上肯定父子、夫妇之间的单向从属性。儒家所推崇的礼制，也包含着对社会成员之间不对等性的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社会成员，往往有不同的行为要求，其间界限分明，不得逾越。孔子曾对他那个时代各种违背礼制的僭越行为痛心疾首，并对此严厉地加以抨击；而被认为违礼的行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无视等级差异的各种规定。
对君臣之义及礼制所规定的等级差异，孟子从更普遍的层面予以了肯定及论证。在孟子的时代，与儒家坚持等级之分相对，崇尚神农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在与这一派的论争中，孟子着重强调了社会分工的意义。《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的如下看法：“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许行的理想，多少表现了对初民时代人与人之间原始平等关系的缅怀与向往，但其取消社会分工的主张，则显然偏离了社会演化的现实进程。相形之下，孟子对分工必要性的肯定，似乎展示了一种历史的视域。不过，这里所说的“大人”、“小人”之分，同时具有社会等级的意义，孟子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完全等而同之，由劳动分工的必要性论证社会等级的合理性，并赋予大人、小人这种社会等级以普遍、永恒的意义（“天下之通义”），无疑又主要体现了对社会等级结构的维护。
然而，在确认君臣之义及大人、小人之别的同时，儒家又对“位”与“德”作了区分。孟子的看法在这方面也具有代表性。“位”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表示个人在等级系统中所处地位；“德”则涉及人的品格、修养，表示个人在道德领域中所达到的境界。在孟子看来，位与德并不简单地对应，位高者未必德高，位卑也不一定德不如人；君主固然在社会地位上高于贤者，但贤者的道德力量却可以超过君主：在后一方面，君主具有从属性。位与德的这种不平衡，意味着政治等级的差异并不是决定社会运行的唯一因素；贤者在道德领域所具有的社会力量，可以对君主在政治等级结构中的主导性有所限制。
这种限制在道与势之辩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关于道与势的关系，孟子在《尽心上》中作了如下的论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道”和“善”以社会理想（包括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内容，势则表征着社会的地位。这里包含二重含义：就君主而言，其贤明性往往表现在不以自身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势）自重，而是将道德的追求放在更优先的方面（所谓“好善而忘势”）；就贤士而言，其人格的力量则在于不迎合或屈从于外在的势位，以道的认同消解势位对人的压抑（“乐道而忘势”）。在君臣关系的如上理解中，似乎已多少流露出某种交往对等性的要求：贤士与王公之间君臣关系的建立，要以王公“致敬尽礼”为前提，如果王公不“致敬尽礼”，则士可拒绝为臣；君臣之义中君主的绝对主导性，在此无疑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上述的交往要求，在尔后受儒家哲学影响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体现为礼贤下士的传统。
德位之分、乐道忘势等观念，同时也蕴含着对个体内在人格力量的肯定。孔子已强调个体的意志非外力所能决定，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便表明了这一点。孟子进而将“大丈夫”视为仁人志士应有的人格形态，并认为其特点在于能够“独行其道”，并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威武都属外在的存在境遇及外在的社会力量，而大丈夫的特点则在于完全不为这些外在的力量所左右。对外部境遇和社会力量的抗御与“独行其道”相结合，无疑使“大丈夫”获得了独立人格的意义。如果说君臣之义及等级差异包含着某种个体从属、依附的观念，那么对人格独立性的彰显，则多少意味着在道德境界的层面逸出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
肯定个体可以不受社会政治结构中特定地位的限制而挺立自身的人格，与孟子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逻辑的联系。在孟子看来，凡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它们构成了道德意识的萌芽（端），仁义礼智即植根于此。《孟子·告子上》由此肯定人性皆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对人性的这种预设在理论上是否圆融，当然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在孟子自身的系统中，这种人性理论却构成了其理解与定位人的出发点。从逻辑上看，人性皆善，意味着在人性这一层面，人与人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异。在如上意义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圣人与我同类”的论点。这里的着重之点在于从“同”的角度理解人与人之间（包括圣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无疑渗入了人性平等的观念。不妨说，正是这种“同”或平等的意识，构成了以德抗位（势）、人格挺立的前提。在儒学尔后的演进中，以上观念也同样得到了延续，以宋代新儒学而言，其重镇朱熹便肯定：“圣人亦人耳，岂有异于人哉？”对“圣”与“人”关系的这种理解，与孟子大致前后相承。
可以看到，孟子对人的定位包括二重维度：一方面，对君臣之义及礼制所规定的等级差异，孟子不仅予以肯定而且从社会分工等角度作了论证；另一方面，从性善论出发，孟子又通过区分位与德、道与势等，而表达了某种个性独立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在对“贵贵”与“尊贤”的双重确认中，以上二重含义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述。“贵贵”是就政治结构和关系而言，它要求等级结构中的在下者承认在上者的特权地位；“尊贤”则涉及道德领域，它要求在上者对无位而有德者予以同等的尊重。对人的以上二重定位，同时也使孟子的政治哲学在现代具有了多重意义。
孟子将等级差异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无疑存在着理论的距离。如所周知，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合乎法定要求的每一社会成员都具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利，它的前提，则是承认每一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民主无法离开平等：它既内含着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要求，又以社会成员在政治身份上的平等为其必要的条件。由此反观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则不难看到，对君臣之义的维护以及将劳心与劳力之分视为天下之通义，使之难以发展出近代的民主观念。
然而，难以自然地发展出民主理念，并不意味着儒学与近代民主完全格格不入。以孟子而言，如前所述，在确认等级差异的同时，孟子又从人性皆善的预设出发，肯定人与人之间，包括圣人与普通人之间存在对等的关系，并提出“乐道忘势”的观点。如果说圣人与人同类，首先从人的存在（首先是道德存在）的层面确认了人与人之间“同”的一面，那么乐道忘势则蕴含着弱化或淡化等级意识的趋向：“忘势”的直接字面意义即忘却或悬置社会地位上的等级差异。尽管这里对“同”的肯定及“势”的悬置主要侧重于道德上的平等，而不同于政治领域中的权利关系，但作为对人的一个方面的规定，二者并非毫不相关。这不仅在于道德上的平等意识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与政治上的平等观念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而且在于前者包含着引向政治实践的某种可能。事实上，当孟子由“圣”“我”同类、乐道忘势而提出尊贤的要求时，已表现出这种思维趋向：尊贤不仅在于对无位而有德者表示敬意，而且包含着尊重贤者意见的要求，后者已涉及实践参与的问题。此外，儒家对自我尊严、个体人格的追求，也有助于抑制对外在“位”、“势”的依附、从属心理，后者同时为独立地表达个体的观点、见解提供了前提。对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上述理解，无疑又包含着接受、认同近代民主理念的可能。当代新儒家有所谓“内圣开外王”之说，外王之中即包括民主。内圣是否可以开出外王，固然颇可质疑，但将民主列入外王，却又表现出对民主理念本身的认同。当代新儒家上承传统儒学，它对民主理念的上述立场，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儒学与近代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容性。

二　民受之：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对“民”的关注，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另一重要之点。相对于以人性理论为出发点的形上进路，关于“民”的讨论更多地涉及现实的社会政治立场。在这方面，孟子所代表的儒学同样表现出多重品格。
“民”在儒学的论域中常常与“君”相联系，“民”的意义，也首先通过对君主治理天下或治国过程的制约而得到呈现。按孟子的理解，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注意考察民意。以官吏的任免而言，其进其退，都不能仅仅听取少数人的一面之词，而应尊重“国人”的意见。国人即国中之“民”。这里无疑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意，但其更重要含义则在于要求君主倾听国人的声音、体现民众的愿望。

进而言之，君主自身的统治，也应当得到“民”的认可。孟子以舜继尧位为例，对此作了阐释：尧推荐舜于天，而“天受之”，让他主管某一方面的事务，事治理得很好，百姓都处之而安，这就表明“民受之”。禹继舜位也体现了同样的过程：禹在舜之后治理天下，“天下之民从之”。民受之、民从之，即民众的接受和支持。这里尽管夹杂着“荐于天”之类的神秘表述，从而表明孟子并未放弃对超验之“天”的承诺，但从君与民的关系看，其中所涉及的更实质的问题，在于君主的统治如何获得合法性：唯有为“民”所接受和支持，君主的统治才具有合法的形式。换言之，民众的认可和接受，构成了判断、衡量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尺度。对“民”与“君”关系的以上看法，显然已超出了“君”应重视、关心“民”这一类简单的规定。
以“民从之”、“民受之”为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同时也使君主地位的至上性受到了某种限制。与之相联系，孟子对君主与天下作了区分，在回答其学生关于尧是否将天下授予舜时，孟子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孟子·万章上》记叙了相关对话：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尧将天下给与舜，是否有这回事？孟子的回应是：没有，因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是以天下非天子的个人所有物为前提的。这种区分的内在含义，在于肯定天下非天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之人或天下之民的天下。事实上，正是在与学生（万章）的同一对话中，孟子将“民受之”、“民从之”作为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和标志。对君主与天下关系的这种理解，显然有别于“朕即国家”的独断表述。
也正是从同一原则出发，孟子将“君”与“一夫”区分开来。《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君主，总是以仁义的原则治理天下，从而为天下之民所接受；与之相对，“一夫”则悖离了仁义，从而与天下对立并为天下所唾弃。作为非仁非义而与天下对立者，他已很难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了。孟子的上述看法对后来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儒学的演进看，辨析天下之公与个人之私，往往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重要方面，从朱熹肯定“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到明清之际的儒家反对将天下等同于一姓，都表现了这一点。宋明儒者的这种政治观念在公私之辩的形式下，蕴含着对君权的某种限定，而其思想之源，则可以追溯到孟子。
在天下与君主的区分中，君主似乎已不再凌驾于天下之上，相反，其本身的权威需要由天下之民加以确认：民受之，则为君；一旦因贼仁贼义而为民所拒，则为一夫。在上述关系中，君对于天下之人或“民”而言，相应地呈现某种依存性。在《尽心下》中，孟子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丘民在宽泛意义上表示天下的普通民众。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是指唯有得到天下之民的拥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天子），在这里，为民所认可，构成了君临天下的前提；而作为达到君主之位所以可能的条件，民也相应地表现出贵于君的意义。从朱熹开始，人们往往较多地从“以民为本”的角度理解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但“以民为本”仅仅涉及民为社会或国家存在的基础。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孟子上述论点更深沉的涵义，在于从君主的合法性这一层面，界定君与民的关系。
以民为贵，同时也表明“民”有自身的价值，与这一认定相联系，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保民”等要求，而其仁政、王道的主张，也涉及对民众利益的关切，其具体目标包括“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在《公孙丑上》中，孟子对“民”之生命与天下这二者作了比较，由此更具体地确认了“民”的价值：“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里的“无辜”，是指一般之“民”。“杀一无辜”，亦即否定一民之生命；得天下，则是获取君主或天子之位。按孟子的看法，获取君主之位不能以牺牲民之生命为代价：天下虽大，但并不足以易一民之生命。换言之，民之生命较君主之位更为可贵，因此不应当将其作为获取君位（得天下）的手段。这里所蕴含的内在观念是：在“民”之生命与君主之位二者之间，前者更具有目的之意义。不难看到，孟子关于民与君主关系的种种论述，在逻辑上一定程度地引向从目的之维来理解和定位“民”，正是后者，使之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以民为本。
然而，如前所述，孟子最终的政治理想是实现王道或“王天下”，君与民关系的讨论、民在社会中的定位，同样并未离开王道的追求。从实现王道或王天下的理想看，民便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孟子曾提出“与民同乐”的主张，在《梁惠王下》中，孟子对君主何以应与民同乐作了解释，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处之“王”作动词用，指实现王道的理想或将王道推行于天下。一方面，这里依然把民视为应当加以注重、肯定的对象，要求君主和民忧乐与共，但另一方面，整个过程又指向了“王”（推行王道于天下）：乐民之乐与忧民之忧是为了使民亦能以君主的忧乐为忧乐，而其最终的目标，则是实现王道的理想。相对于王道的政治目标，民在此多少呈现从属的性质。
对民及其作用的以上理解，在关于诸侯治国条件的考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君主治理国家，应当具备何种条件？孟子在《尽心下》中提出了如下看法：“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既属于自然的资源，又是政治意义上的版图，政事涉及权力及国家管理系统的运作，人民则是社会的主要群体。无土地，国即失去了依托；无政事，国将处于无序状态，二者在不同的层面构成了诸侯治国的手段。土地与政事的这种手段意义，在此也同时也规定了“人民”的性质：当人民与土地、政事相互并列，共处于同一序列时，它无疑也被赋予某种治国手段的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在区分君主与天下、肯定民贵君轻、反对杀一无辜以得天下、并由此一定程度地从目的之维定位“民”的同时，孟子又从王道的政治理想出发，或多或少将民理解为实现某种政治理念的手段。民贵君轻与民为手段之间的这种纠缠，与前文论及的道德平等、德位相分的主张和与君臣之义的交错呈现某种理论上的对应关系，其意义也具有多方面性。
如前所述，在讨论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时，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民本的角度理解孟子民贵君轻的论点，并进而将其与近代的民主观念区分开来。这种看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但在作上述区分时，人们常常忽视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前文已提及，民贵君轻并非孤立的命题，它与君主和天下之分、以民的认同和接受为君主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反对以牺牲民之生命而得天下等思想相互关联，形成了对“民”较为系统的理解，而这一系统的核心内涵，则是对“民”自身价值的肯定：所谓“贵”，其字源意义便包含着价值的确认。正是在这一价值确认的层面上，使孟子对“民”的理解与近代民主政治的论域具有了某种相通性。如前文所述，民主政治基本原则之一，是承认社会成员具有平等地参与社会有关决策的权利，这种平等的参与并非仅仅涉及政治运作的程序（运作的程序往往较多地关联着社会成员的参与能力等），它的更深刻的根据在于与视天下为一姓相对的公共意识以及对社会成员存在价值的确认，后者既表现为解构至上的君权，也在于从人是目的这一角度肯定社会成员的内在价值。无论是就历史，抑或逻辑的层面看，民主政治的建立，都离不开这一价值前提。孟子诚然不可能质疑君权，也难以达到近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价值确认，但他对君与天下的区分及民之为贵等较为系统的看法，无疑为认同或接受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当然，就其将民视为实现王道理想或治国过程的手段而言，孟子的思想似乎又与近代民主政治存在着某种紧张。这种相容而又相拒的关系，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多重意义。

三　善与法

作为价值关注的体现，从民贵君轻等方面界定君与民、君与天下等关系，无疑更多地具有实质的意义。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组织和运行，当然还有形式的方面，后者包括制度的运作、规范的约束，等等。从主流的方面看，儒学较为注重形式层面的规范与实质层面的价值之间的沟通，在孟子的政治哲学中，便可较为具体地看到这一特点。
孟子很重视规范的作用，在谈到如何为学时，他已指出了遵循“规矩”的必要性，所谓“学者亦必以规矩”。规矩是行为的一般准则，就技艺的传授和掌握而言，仅仅凭借个体化的经验，往往很难使人真正了解和把握某种技艺，唯有以一般的规程为纲，才能让人领会相关技艺的行为要领，并逐渐成为某种技艺领域的成员。同样，为学也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过程，而是应当遵循某种规范。在《尽心上》中，孟子特别指出“规矩”不应因人而异、随意改变：“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弈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规矩作为一般的行为准则，并不仅仅为某些个体而存在，因此不能因为某些个体不能适应这些规矩而轻易地变更它们。孟子的这些看法，无疑已注意到规范的普遍性、公共性。
规范当然不限于技艺和为学的领域，治国过程同样离不开规范。从无规矩则无以成方圆的前提出发，孟子强调了为政过程中遵循先王之道的重要性。在《离娄上》中可以看到如下论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规矩、六律作为准则，规定了应当如何做，同样，仁政作为先王之道的体现，也蕴含着治国的程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将“道”与规矩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它以普遍规范的意义。以“道”与规范的沟通为前提，由“道”的具体化而形成的仁政，也不再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理想，而是包含了一套政治实践的操作系统和规程。
规范的更具体的形态，往往以“礼”为其存在方式。在儒家的论域中，礼既具有制度的意义（展开为礼制），也表现为行为的准则，相对于道，与体制相联系的礼，往往与日常行为和政治实践有着更切近的联系。孟子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考察。就个人而言，其言行举止都应合乎礼义规范，所谓“非礼无行也”。如果悖离礼义，则往往将导致自我否定，即“自暴”。自暴即损毁、戕贼自我。就治国过程而言，缺乏礼义规范，则将引向社会的无序化，所谓“无礼义，则上下乱”。在这里，作为社会规范系统的礼，已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一种担保。
按一定的礼义规范治国的过程，需要专门的知识，并相应地总是涉及或包含着技术化的方面。孟子将这一过程与工匠治室、玉器加工者治玉加以类比，反对君主对主管具体治国事务者横加干预。在孟子看来，从事特定领域的工作，如建房、雕琢玉器，等等，需要有该领域特定的知识、经验，治国也是如此，君主不能让负责具体领域治理的人，舍弃其专长而听从缺乏这方面专长的君主。这里的值得注意之点是，孟子将治国也视为特定的技术性的领域。技术性的领域，都需要运用所谓工具理性，后者涉及的，首先是形式层面的合理性；作为需要专门知识的政治实践领域，治国过程也相应地涉及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运用。尽管孟子并没有达到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一类规定的自觉区分，但其以上的论述，无疑肯定了工具层面或技术层面的理性在治国过程中的意义。
然而，在孟子那里，规范的制约，并非仅仅表现为形式化的理性操作。以治国过程而言，其中所运用的规范，往往与道德人格相联系。《离娄上》对此作了如下概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规矩本来是工匠测定方圆的准则，引申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圣人是指完美的理想人格，“法”则有依循、仿效之意。孟子将圣人与规矩加以对应，似乎同时也肯定了，在“为君”、“为臣”这一类政治实践中，行为规范可以取得道德人格的形式；或者说，道德人格能够被赋予某种规范的意义：当圣人成为效法对象时，他同时也对如何“为君”、如何“为臣”的政治实践具有了范导、制约的功能。
把完美的人格引入治国的政治实践，意味着确认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从儒学的演进看，在孟子以前，孔子和他的门人已对此予以了相当自觉的关注，在谈到礼的作用、方式时，《论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所说的“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也包括社会政治的制度，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便兼指周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现于交往过程的伦理原则：从消极的方面看，它要求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以化解紧张、抑制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意味着主体之间同心同德、协力合作。礼本来首先涉及制度层面的运作（包括一般仪式的举行、等级结构的规定、政令的颁布执行、君臣上下之间的相处，等等），但孔子却将这种制度的运作与“和”这样的伦理原则联系起来，强调礼的作用过程，贵在遵循、体现“和”的原则，这里已有见于体制组织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的运行过程，离不开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的原则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从而消除冲突、同心协力）；质言之，制度（礼）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和）的担保。孟子同样对“和”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点，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广而言之，不仅制度的运作需要道德的制约，而且与技术性操作相联系的规矩或规范，也存在如何约束和调节的问题。在谈到技艺或技术性活动及其主体时，孟子曾对此作了阐释。在孟子看来，制造弓箭者总是希望自己所制的弓箭能置人于死地，而盔甲的制造者则每每担心自己所制的盔甲不能使人免受弓箭的伤害，这并不是因为弓箭的制造者比盔甲的制造者更残忍，而是其从事的特定之“术”使然。在这里，孟子似乎已注意到，“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和发展方向，一旦完全陷于“术”之中，则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受“术”所支配，就如同“矢人”的情形：最初他也许并非不仁不义之辈，但他所从事的“术”，却会将他引向“唯恐不伤人”的不仁归宿。“术”本来是为人所用的，但一旦缺乏道德的制约，则往往会导致对人本身的否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子强调“术不可不慎”。
从肯定“术”或技术性规范的局限及人格的作用等前提出发，孟子对自我的修养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就个体与天下、国、家的关系而言，孟子首先强调了个体的本位意义，所谓“修其身而天下平”。平天下属于广义的政治实践，修身则是个体的道德完善；以修身为平天下的前提，意味着政治实践无法离开道德的制约。
修身主要着眼于个体，道德对于政治实践的意义，当然不限于个体的人格，它同时也涉及道德规范。相对于个体的人格，道德的规范更具有普遍的涵盖性，而在儒家的规范系统中，“仁”又被视为核心的原则。对孟子来说，作为基本的规范或原则，“仁”不仅作用于日常的道德实践，而且决定着国家、天下的命运：从平民到天子，循仁则昌，违仁则亡。对“仁”与天下得失、国家兴亡关系的这种强调，当然不免有过分渲染其作用的倾向，但它同时无疑也注意到了道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
以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为思考的背景，孟子对善政与善教的不同特点作了考察。在《尽心上》中，孟子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政”侧重于法制，“教”则侧重于教化。法制的实施，对人具有镇慑的作用，使人惧怕而行为谨慎；教化则通过对人的引导，使人心悦诚服，真诚地认同、接受社会、国家的约束；前者具有强制的性质，后者则是自愿的，所谓“畏之”、“爱之”便体现了二种不同的境界。在孟子以前，孔子已区分了“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这里也涉及两种治国方式：其一，用法制约束民众、以刑律统一民众意志和行为；其二，以道德规范引导民众、以礼义统一其观念。孔子所倡导的是后一方式。在孔子看来，对民众不应加以外在强制，而应注重其内心的认同和接受，通过教化，可以使民众在行为与规范冲突时，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真正有所触动。孟子的以上看法，显然与孔子的原始儒学一脉相承。
以善教制衡善政，主要侧重于社会之维，就个体而言，则有天爵与人爵之分。天爵以道德境界为内容，人爵则涉及现实政治法律制度中的社会身份、社会等级。在孟子看来，社会成员不仅是法制关系中的人，而且也是道德关系中的人；人爵所代表的社会等级或法制关系中的存在形态，应当以天爵所体现的道德存在方式加以引导和制约。这里已注意到，仅仅以法制意义上的身份、等级为存在方式，无视或否弃社会存在中的道德面向，则将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
总起来，孟子认为，仅仅关注“善”，与仅仅关注“法”，都难以担保社会的有序运行，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是道德的规定，“法”则泛指普遍的规范、制度；前者侧重于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所谓“责人”；后者则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的要求，所谓“责己”。当然，对孟子而言，尽管二者都为治国过程所不可或缺，但“责己”或“善”似乎居于更为主导的方面，所谓“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难看到，在道德优先的前提下确认“善”与“法”的统一，构成了孟子政治哲学的特点，而从儒学的发展看，这一立场同时也构成了儒学的主流思想。
相对于孟子所代表的儒学思想，近代的民主政治似乎更多地侧重于工具层面的理性。尽管从早期的启蒙思潮到当代的自由主义，都在不同意义上包含着自由、个性、人权等多样的价值追求，但从社会生活的组织、政治体制的运行等方面看，民主政治显然以形式的、程序的方面为其主要关注之点。较之传统的等级制，民主的政治体制具有科层制的特点，而科层制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它在某种意义上将制度或体制理解为政治或法律的机器；作为机器，其运行常常按照固定的程式，具有超越于人或非人格的性质。民主政治往往试图通过这种形式化、程序化或程式化的运行方式，来担保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正和效率。
以形式化、技术化、程序化的规定为主要指向，德性、人格等方面，往往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难以获得适当的定位。就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层面而言，上述思维趋向显然未能注意到人的存在的多方面性。如孟子已意识到的，人既是政治法制关系中的存在，也有其道德的面向，作为人的存在的相关方面，这些规定并非彼此悬隔，而是相互交错、融合，并展开于人的同一存在过程。本体论上的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不能截然分离。从制度本身的运作来看，它固然涉及非人格的形式化结构，但同时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包含着人的参与；作为参与的主体，人自身的品格、德性等总是处处影响着参与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体制组织的合理运作既有其形式化的、程序性的前提，也需要道德的担保和制衡；离开了道德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只能在技术或工具层面得到实现，从而难以避免片面性。
[bookmark: _GoBack]从以上前提看，孟子关于社会生活如何组织，以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等看法，无疑为当代政治哲学的思考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理论资源。尽管如前所述，他对道德主导性的反复论证，每每蕴含着过分突出道德作用的立场，在某些方面甚而表现出某种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然而，就总体而言，其整个论述显然不乏正面的建树。如果说，孟子对规范、礼制以及法等作用的肯定，对“徒善不足以为政”的确认，使之包含了与近代民主政治沟通的可能性，那么，他注重人格在政治实践中的规范意义，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以善教制衡善政，等等，则对近代民主政治过分强化形式化、程序化及技术理性的偏向，可以在思维进路上形成某种纠偏的作用。
